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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弥赛亚”的另一种读法

———论“赵紫宸吴雷川之争”中的“耶稣为基督”问题∗

褚潇白∗∗

【摘要】１９３６年,赵紫宸撰文批评吴雷川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
书中赋予耶稣政治性君王弥赛亚形象,认为这并不符合«圣经»事实,而
是迎合附丽现代主张,丧失了基督教自身的立场与信念.吴雷川虽未

著专文回应赵紫宸的批评,但在其后的作品中不再提耶稣乃政治性弥

赛亚,而是强调耶稣承认自己是弥赛亚的目的就是要改造社会,建立经

济上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与吴雷川不同,赵紫宸既不赞成吴雷川的

物质性天国论,又反对犹太末世天国论,唯独标举作为心灵之域的“天
国”.二者所持末世天国观虽迥异,但俱是在中华民族存亡之际的“末
世”处境中被催逼而出的,是以救国为基本议程的,是关于“弥赛亚”的
现代中国式解读.吴雷川对“弥赛亚”这个概念的理解更接近于«希伯

来圣经»原文和犹太拉比传统,而其天国革命的弥赛亚愿景实则是一种

激进无产阶级革命;赵紫宸坚持精神心理建设意义上的天国革命,但关

于耶稣之弥赛亚身份体认和理想旨归均失去«圣经»传统启示神学、犹
太—基督教末世论和救赎论的支撑,致使赵氏始终无法在耶稣之死的

终极意义问题上自圆其说.
【关键词】赵紫宸;吴雷川;弥赛亚;“耶稣为基督”;末世论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耶稣基督形象与民国现代性话语研究”(１７BZJ０５７)的阶段性成果.
褚潇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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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中国著名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①在«真理与生命»月刊第１０卷

第７期上,发表了题为«“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

化›»②的文章,对燕京大学同事吴雷川③于同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书

①

②

③

赵紫宸(ZhaoZichen,T．C．Chao,ChaoTzuＧch􀆳en,１８８８—１９７９),浙江德清人,曾在东吴大学学习,后
以优异成绩获得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４７年还获得普林

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１９１８年回国后,赵紫宸历任东吴大学哲学教授、东吴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燕京大学

宗教学院院长和燕京协和神学院研究教授. 他曾三次代表中国基督教界参加世界宣教会议(International
MissionaryCouncilMeeting),并在１９４８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六位主席

之一. 赵紫宸一生勤于著述,仅神学方面的专著就达２７部之多,近２００万字,是中国最早尝试创立“基督教

哲学”思想体系的知识分子,也是第一位提出建构“中国的系统神学”并进行初步尝试的基督教神学家. 赵

紫宸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同时又是著名宗教教育家、文学家和诗人,其神学思想得到海

内外研究者的相当关注. 关于赵紫宸神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有:WinfriedGlüer,ChristlicheTheologiein
China:T．C．Chao１９１８Ｇ１９５６(Gütersloh: GerdMohn,１９７９);WinfriedGlüer古爱华,«赵紫宸的神学思想»
[ChristlicheTheologieinChina:T．C．Chao１９１８Ｇ１９５６],邓肇明 DengZhaoming译(香港[HongKong]:基督教

文艺出版 社 [ChineseChristianLiteratureCouncil],１９９８);WinfriedGlüer 古 爱 华,«赵 紫 宸 的 神 学 思 想»
[ChristlicheTheologieinChina: T．C．Chao１９１８Ｇ１９５６],邓肇明DengZhaoming译(上海[Shanghai]:中国基督

教协会[ChinaChristianCouncil],１９９９);林荣洪 LinRonghong,«曲高和寡:赵紫宸的生平及神学»[TheLife
andThoughtofChaoTzrＧch􀆳en](香港[HongKong]:中国神学研究院[ChinaGraduateSchoolofTheology],

１９９４); 邢福增 XingFuzeng,«寻 索 基 督 教 的 独 特 性———赵 紫 宸 神 学 论 集» [ExploringtheUniquenessof
Christianity: TheologicalEssayson T．C．Chao] (香 港 [Hong Kong]: 建 道 神 学 院 [The AllianceBible
Seminary],２００３); 唐晓峰 TangXiaofeng,«赵紫宸神学思想研究»[T．C．Chao􀆳sTheology](北京[Beijing]:宗

教文 化 出 版 社 [ReligionCulturePublishing House],２００６); HoiMing Hui, A Studyof T．C．Chao􀆳s
ChristologyintheSocialContextofChina１９２０Ｇ１９４９ (PhDdiss．, UniversityofBirmingham,２００７); Yongtao
Chen,TheChineseChristologyofT．C．Chao (Leiden/Boston:Brill,２０１７);ChloëStarr, “ZhaoZichenanda
CreativeTheology: ThelifeofJesus(１９３５),”inChineseTheology:TextandContext(NewHaven&London:

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该文后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三卷[TheCollectedWorksofT．C．Chao(３)](北京[Beijing]:商务印

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７),７０４—７１５.
吴雷川(１８７０—１９４４),原名震春,字雷川.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基督教思想家. １８９８年考中进

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辛亥革命后曾担任杭州军政府民政长、杭州市市长、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等职务.

１９１５年于圣公 会 受 洗,皈 依 基 督 教. １９１９ 年 加 入 基 督 教 生 命 社,组 建 “真 理 会”并 创 办 «真 理 周 刊»
(１９２３). １９２２年开始在燕京大学授课,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任燕京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 主要代表作有

«耶稣的社会理想»(１９３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１９３６)、«基督徒的希望»(１９３９)和«墨翟与耶稣»(１９４０).
吴雷川生平 介 绍 可 见:赵 紫 宸 T．C．Chao, ‹当 代 中 国 信 徒 之 介 绍———吴 雷 川 小 传 › [Introductionto
ContemporaryChineseChristians: BiographyofWuLeichuan],于«真理与生命»[TruthandLife],１９３７
年第８ 期 [１９３７, Issue８]; 赵 紫 宸 T．C．Chao, ‹当 代 教 育 家 吴 雷 川 › [ContemporaryEducator Wu
Leichuan],于«逸经»[YiJing],１９３６年第１６期[１９３６,Issue１６],４１—４５;查时杰ChaShijie,‹吴雷川———
致力中国文 化 与 基 督 教 信 仰 沟 通 的 著 名 学 者 › [WuLeichuan: A FamousScholarDedicatedtothe
CommunicationbetweenChineseCultureandChristianFaith],«中国 基 督 教 人 物 小 传» [Biographiesof
ChineseChristians](香港 [HongKong]:中 华 福 音 神 学 院 出 版 社 [ChinaEvangelicalSeminaryPress],

１９８３),７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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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严厉批评. 书评的标题选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第四章的标题“耶稣为

基督”,不仅是对吴书的回应,直指该书的问题核心,也指向了基督教神学的问题

核心———耶稣何以是基督,以及由此而来的“基督教何以是基督教”(基督教的独

特性)问题.

一、政治性的君王弥赛亚

在吴雷川看来,“耶稣为基督”是«福音书»和历代神学家都未曾解释清楚或

存在根本性误导的基督教核心问题.① 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题为“耶稣为基

督”的核心章节中,吴雷川首先解释“基督”即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译音,
意为“受膏者”,并介绍古代以色列有三类人受膏:君王、先知和祭司.② 吴雷川

认为,如果把这三类人结合在一起,我们最终会得到中国天子或皇帝的形象,即

“治理万民的君王,也是传达天命以教诲万民的先知,更是代表万民祭天的祭

司”③. 吴雷川更进一步强调犹太人所想望的弥赛亚,不只是“指着在外表上涂

抹膏油,更是指着内心受圣灵的膏沐,正如«书经»上所说‘亶聪明作元后’,那就

是中国所谓‘圣天子’了”④. 可是,耶稣怎么会是“圣天子”呢? 吴雷川显然对此

产生了困惑,在写于１９３３年的«耶稣生平»中他提出了疑问:“原来‘基督’这个名

号,本是犹太人历代所想望的君王,而耶稣乃是平民,何以能与这名号发生关系,
这是很费研究的事.”⑤

根据吴雷川的推测,耶稣起初的计划就是要做犹太人所想望的那位君王基

督⑥,他的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以获得政治权力为前提,但与传统犹太君王弥赛

亚的理想有所不同,因为这个计划有双重目标:既要实现救世主复兴国家的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耶稣一生的事业以及他的受死而成为完全的人格,都和他为基督这一件事有重要关系. 而这

种重要的关系,在福音书上却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就很容易发生疑问. 若依照神学家的说法,这一切都是

上帝所预定,自然就没有问题. 但我们是要研究耶稣为人的,神学家的意见,大概我们都不愿意接受.”吴

雷川 WuLeichuan,«基督教与中国文化»[ChristianityandChineseCulture](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

版社[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８),４７.
“原来基督二字是希腊文的译音———希伯来文的译音是弥赛亚———它的意义是‘受膏者’. 古代

犹太人的规例,凡是被立为君王或先知或祭司的,都要用一种香膏涂抹在被立者的头上,因此基督这一个

名词,就包含君王、先知、祭司三种职分.”(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４７)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４７.
同上.
吴雷川 WuLeichuan,‹耶稣生平›[BiographyofJesus],于«大公报»[TaKungPao],１９３３年第２

期[１９３３,Issue２].
“据我的推测,他的计划,正是要作成一般犹太人所想望为君王的基督.”(吴雷川,«基督教与中

国文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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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又必须实施建设新社会的改革,而且彻底改造旧社会才是

其更主要的目标. 吴雷川推测,耶稣从小立志成为君王弥赛亚后,他在第二个目

标,即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革上从未动摇,只是后来情势发生了变化,不得已才必

须改变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 吴雷川认为,耶稣计划的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
是由于“成大事者必要结合徒党”①,所以耶稣最初乃是与约翰共谋复兴犹太国

之大业,二者分头行动,约翰在加利利讲道,而耶稣则与耶路撒冷领导人协商.
当约翰被捉拿牺牲后,耶稣“真如人身断去了一臂”②,获得政治权力的基督王国

计划因此被迫推迟. 二是来自耶稣与耶路撒冷领袖和加利利民众接触后的经

验,因为他们都不能接受耶稣所要实行的改造社会的主义,而是仍以政权为唯一

目的. 如果权力是唯一目的,那就必然要采取把石头变饼、从殿顶跳下乃至拜魔

鬼等不正当手段,而这是耶稣慎思明辨后决意不为的.③ 吴雷川再三强调,耶稣

为了能保全彻底的社会改造,只能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恶邪势力斗争到底,由此

将真理的种子传播人间,成为人类的普遍祝福:

耶稣起初要作犹太人所想望为君王的基督,是激发于爱国的热忱.后

来考察时势,转移观念,甘心作为人受死的基督.我们承认:在他全部生活

中有这样重要的变化,正显出他为人类而艰苦奋斗的决心与勇气.④

耶稣最初的计划,虽然是要作犹太人所想望的君王,而其主要的目的乃

是要改革社会,这就与犹太人传统的观念大不相同了.􀆺􀆺犹太人所想望

的是急速地以武力脱离外国的羁绊,宣布独立,而耶稣则是深察内外的情

势,要谋彻底的改造.他以为:必是先将国内种种腐败的现象全数扫除,按

照真理重新厘定制度,解除人民痛苦,使他们得到真正的幸福,才是建立了

新的国家.⑤

吴雷川对“耶稣为基督”的这种解释显然有别于基督教主流基督论,其中又

有三点尤为殊异:其一,“耶稣为基督”不是主流基督论中由上帝预定的,而是耶

①

②

③

④

⑤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１９.
同上,５０.
同上,５０—５１.
同上,５６.
同上,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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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自决的.① 在吴雷川眼中,«圣经»上所记载的关于耶稣１２岁在耶路撒冷圣殿

中对其父母所说的那句话,“为什么找我?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
(«路加福音»２:４２—５１),已然是耶稣“自觉、自认、自决”为“基督”的标志. 耶稣

童年在圣殿中获得的这一“觉悟”就是“应当以上帝的事为念”,而吴雷川认为这

乃是耶稣使命的基础,“耶稣一生的事业,都是从他这次所说的一句话里演绎出

来,就可知道他这次情感激发以后,确能继续着持守,使它成为坚强的意志. 所

谓‘择善而固之’,所谓‘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中庸»第二十八、八章),
这就是耶稣在十几年中所用的工夫了”②. 其二,耶稣所觉悟到的那个基督是具

有政治权力的犹太民族之王,吴雷川甚至还建构了耶稣和约翰之间的政治“同

谋”关系,只是在失去革命同志后耶稣才被迫放弃了起初的政治性目标. 其三,
既然应当以上帝的事为念,那么究竟何谓“上帝的事”呢? 在吴雷川的解释体系

中,耶稣童年所言“上帝的事”指的就是要拯救犹太民族使之复兴. 而如何拯救

犹太民族,吴雷川认定是通过“改造社会”③,而所谓的“改造社会”,其实就是“建

立天国”,“使天国降临于世界之上”④.
在上述三点中,赵紫宸撰文主要抨击吴氏所谓耶稣要做政治君王的第二点.

赵紫宸开门见山指出这一全书中心思想并不符合«圣经»所载事实,而是迎合时

事,牵引附丽于现代主张,因此丧失了基督教自身立场与信念.⑤ 首先,耶稣要

做政治的君王,要取得政权以复兴犹太国,这在赵紫宸看来完全是吴雷川的想

象.⑥ 进一步而言,赵紫宸毫不留情地剖析此种想象源自吴雷川的一种“愿欲”:

我们的试诱是大的,自己有一种愿欲,到热切的时节,容易因着丝毫类

似之处而想象我们所深深钦崇的人物与我们一样,因而将我们的宗教、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耶稣为基督,自古相传是上帝预定的,其实:这事是否上帝预定姑且不论,但为使人多得教训起

见,与其说是上帝预定,还不如说是耶稣自决􀆺􀆺才显得出耶稣人格的伟大.”(吴雷川 WuLeichuan,‹作

基督徒的两个问题›[TwoQuestionsaboutBeingaChristian],于«真理与生命»[TruthandLife],１９３４年

第４期[１９３４,Issue４])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１８.
“耶稣之为基督,无论其为王或为人受死,他底改造社会的宗旨是一贯的.”(吴雷川,«基督教与

中国文化»,５５)
吴雷川 WuLeichuan,‹基督教与中国时局›[ChristianityandtheCurrentSituationinChina],于

«真理周刊»[TruthWeekly],１９２４年第３６期[１９２４,Issue３６].
参见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收录于«赵紫宸文集»

第３卷,７０５.
“耶稣要作政治的君王的证据,«新约»里是完全找不出来的,而这件事的反证却是不一而足. 吴

先生所找的不是证据,乃是想象.”(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７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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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伦理与夫对于政治经济的要求,一一推而纳诸不曾梦想到此种问题的人

物之心中口中事业中􀆺􀆺吴先生要“耶稣为基督”,为握政权的君王,原是要

解释基督教是一个改造社会,改革经济制度的动力􀆺􀆺不惟无有史实为根

基,而且把基督的宗教加上了一层误解,使永恒的基督变成了暂时的局部的

政治上的君王.①

赵紫宸批评吴雷川赋予耶稣以政治君王的形象,而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耶

稣,这正是赵紫宸在其大量著作和文章中一再否定的,比如,他在«耶稣传»②里

细致描写耶稣在旷野受到“面包”和“饼”的物质试探之后,明确自己要进行的是

心理建设运动,而非物质革命运动.③ 吴雷川虽未对这位燕京大学同事兼好友

的批评专门撰文回应,但在１９４０年创作的«墨翟与耶稣»中可见他在这一问题上

的调整:不再提耶稣乃政治性的弥赛亚,而是强调耶稣承认自己是基督的目的就

是要改造社会.④ 事实上,“改造社会”自始至终是吴雷川理解耶稣之弥赛亚身

份的关键. 在德国学者罗曼􀅰马雷凯(RomanMalek)看来,这点是正确理解吴

雷川耶稣观的一把钥匙.⑤ 至于弥赛亚是否为政治君王,在吴雷川那里既非重

点也非终点,而只是实现改造社会的手段之一. 改造社会才是耶稣的一生宏志

所在,至于耶稣为什么在最后受审时依然承认自己是政治君王的弥赛亚,吴雷川

认为这是因其革命志士之“诚”所致.⑥ 可惜耶稣的那些门徒乃至之后的整个基

督教传统都忽视了耶稣改造社会的大计,而将其弥赛亚的身份误置于纯粹宗教

改革的范畴之中.⑦ 这在吴雷川看来实乃西方基督教近两千年来的大谬.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
卷,７１１.

赵紫宸的«耶稣传»于１９３５年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在１９４８年前就加印５次,而且被多次转

载. 这部长达１７万字的传记是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耶稣传记,而且深受基督徒青年和非基督教作家欢迎.
参见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４９７.
“耶稣自己承认为基督,目的是要改造社会,而进行的顺序,乃是先改革宗教”;“他从前所计划的

大纲是:先在一般人的心理上从事建设,然后进行制度的改革”. 吴雷川 WuLeichuan,«墨翟与耶稣»[Mo
DiandJesus](上海[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TheAssociationPressofChina],１９４０),１１０.

RomanMalek, “DerSozialreformerJesus．DasLebenJesusnach WuLeichuan１８６９Ｇ１９４４,”in
TheChineseFaceofJesusChrist, Vol．３, ed．Roman Malek, S．V．D．(SanktAugustin, Germany:

InstitutMonumentaSericaandChinaZentrum,２００５),９８８．
“他既抱了改造社会的诚,但使有机会可乘,总是要向前努力,这正是革命志士必有的态度. 所

以他于受审时直承他自己是基督是王,就是他出于诚而不能自已的回答.”(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

化»,５２)
门徒在耶稣死后只“说明耶稣是作了先知所预言为人受死的基督,而于耶稣要改造社会的大计

却一字不提. 他们对于耶稣为基督的确认,好像是故意地援引另一种遗传的说法以为根据”(吴雷川,«墨

翟与耶稣»,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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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造社会的天国愿景

在吴雷川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早期,他就认定改造社会是耶稣一生的志愿,而
所谓的“改造社会”,其实就是“建立天国”,“使天国降临于世界之上”.① １９３１
年,在«基督教与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耶稣在世时重要的使命,乃是宣传天国”,
并认为“他所宣传的天国”,其含义和犹太人传统观念不同:“耶稣所说的天国降

临,乃是要将天国建立在人世之上.”②同年,在«耶稣新社会的理想及其实现的

问题»一文中,他再次提到耶稣的天国观,认为“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假如

说耶稣所传的天国就是他理想的新社会,似乎是很合时宜的解释了”③. 这个关

于天国等同于社会改造的 “合乎时宜”的理想,之后在１９３３年 «耶稣生平»和

１９３４年的«耶稣的社会理想»④中得到了重点阐发.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篇

«耶稣略传»,也是通过重新书写耶稣传的方式去展现耶稣那隐藏在宗教表象下

的改造社会思想. 所谓的“天国”只是耶稣借用犹太人素来所憧憬的宗教愿景作

他宣传的标题和口号,以发表他对于社会改造的理想. 也正因为此,吴雷川认

为,“凡是福音书所记载耶稣讲论天国的语言,都是他阐发关于理想社会的要

旨”⑤.
“天国”于是也成为吴雷川解读“主祷文”的重心. 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中,吴雷川说:“你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也称天国. 天国并不是在这世界之外另有

一个世界,更不是像教会所常讲的死后升天堂,乃是将这世界上所有不合仁爱和

公义的事全都除去,叫这世界上充满了上帝的仁爱和公义,这就是天国降临. 用

现在的话说,就是改造旧社会,成为新社会.”⑥在«墨翟与耶稣»中,吴雷川继续

强调:“所谓求上帝的国,不是望空祈求它的降临,乃是努力实行改造社会的工

作.”⑦如此云云,都是在设想地上的天国,一个需要人类来努力建设的新社会.
这自然体现了吴雷川最迫切的现实关怀,即如何在推翻本国帝国统治后,进一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时局›,于«真理周刊»,１９２４年第３６期.
吴雷川 WuLeichuan,‹基督教与革命›[ChristianityandRevolution],于«真理与生命»[Truth

andLife],１９３１年第４期[１９３１,Issue４],４.
吴雷川 WuLeichuan,‹耶稣新社会的理想及其实现的问题›[Jesus􀆳NewSocialIdealsandTheir

Realizations],于«真理与生命»[TruthandLife],１９３１年第２期[１９３１,Issue２],５.
吴雷川 WuLeichuan,«耶稣的社会理想»[Jesus􀆳SocialIdeals](上海[Shanghai]:青年协会书局

[TheAssociationPressofChina],１９３４),５.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２０.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３８.
吴雷川,«墨翟与耶稣»,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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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外来帝国统治,并重建新国家. 吴雷川将自己的现实关怀赋予了耶稣,他为

耶稣建立了一个清晰的内心愿景,虽然这个愿景的名字也叫“弥赛亚”,但并非基

督教传统中为了赎世人之罪而牺牲的弥赛亚,而是在现世塑造崭新王国的弥

赛亚.
面对包括赵紫宸等人的批评,吴雷川在“耶稣是基督”的问题上略有调整,不

提耶稣是要进行政治夺权的君王弥赛亚,但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墨翟与耶稣»中

强化了为天国愿景奋斗并牺牲的社会革命者耶稣形象,且这一社会革命之根本

乃是旨在达到人人均等的经济改革. 吴雷川的这一思想深受德国社会主义者考

茨基 (KarlJ．Kautsky)①的«基督教之基础»(TheFoundationofChristianity)
一书影响. 考茨基认为,基督教的主要发起人都是被压迫、被奴役的社群或其他

社会底层团体,且早期教会是以“登山宝训”为标准平等分配社群资源的一种无

产阶级组织. 故此,基督教的起源是一个无产阶级运动,而这次运动在短暂时期

内达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② 考茨基始终相信原始基督教具有革命特质,而基

督教的能量则来自对弥赛亚的期盼,这种期盼能引领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这也正是吴雷川后期思想,尤其是«墨翟与耶稣»中的重点———耶稣不仅是社会

革命家,而且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家,他的使命就是要实现弥赛亚盼望,即改革

政治和社会秩序.
对吴雷川而言,弥赛亚盼望中的地上天国,其王国基石即是经济改革. 由于

人类社会中最痛苦的事就是“因经济制度的不善以致人的贫富不均”③,故要对

社会进行改革首要任务乃是要改革经济制度,消除私有财产. 在«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和«墨翟与耶稣»中,吴雷川都通过对耶稣训言的诠释来对其经济改革的主

张加以详尽论述:主祷文中“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在吴雷川眼中是耶

稣不轻看物质,其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物质分配平均④;“浪子悔改”的著名寓

言(«路加福音»１５)被吴雷川解释为因其一开始依仗私有财产所以导致后来的悲

①

②

③

④

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茨基(１８５４—１９３８),生于布拉格,１８７５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党

成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０年与恩格斯合作,１８８３年创办«新时代»刊物,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工具,１９世纪

９０年代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思想家. 在赫克尔(E．H．Haeckel)影响下,考茨基提出“唯

物历史观”(１９２８). «基督教之基础»(１９０８)一书是其最著名,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论著. 此著中文版于

１９３２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汤浩等译,１９５５年再版之作由叶启芳等人修订原译本,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考茨基的思想于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亦包括沈嗣庄、吴雷川和朱维之这样

的基督徒知识分子.

KarlKautsky,FoundationsofChristianity,trans．HenryF．Mins(NewYork:S．A．Russell,

１９５３),２６８Ｇ２７２．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４３.
同上,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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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故要让人明白人对财产的占有于人无益,应当铲除①;众人推辞天国筵席的

寓言(«路加福音»１４:１６—２４)重点在于提醒那些不愿意参加改造社会工作的人,
经济制度不改变的话,人们的道德就不能进步,所以改革经济制度必为改造社会

工作的中心②;“财主难进天国”之喻(«马太福音»１９:２１—２４)直指耶稣主张废除

私有财产制度③;在«墨翟与耶稣»中除了重申以上各条以强调“废除私有财产制

度”外,更进一步将“人必各尽所能,乃各得所需”作为改善经济制度的条件④.
吴雷川把耶稣的训辞都置于经济框架内解读,得出的结论是:耶稣的话语已为天

国生活构建了明确蓝图,即经济制度改革必须被放在将社会转变为天国的核心

位置,财富再分配被视为实现天国的一种手段,也即所有人都拥有每日的面包.
赵紫宸在评论文章中批评吴雷川所谓的“中国文化”未能涵盖最重要的中国

艺术方面,实则对吴雷川而言,“中国文化”从根本而言是物质问题. 他在«基督

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故意凸显出自己对文化的这一理解,使之涵盖文化生活的

整个领域,特别包括经济事务和劳资关系. 正如曾庆豹所分析指出的,“对赵来

说,中国文化是一个精神性的问题,但吴则认为是一个物质性的问题,后者明确

将自己与他同时代对中国历史所进行的‘社会史’解读联系起来. 换言之,赵没

有捉到这个问题意识,以及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史所做的社会(经济)史解读,所以

他也就不明白何以吴雷川不厌其烦且大篇幅地直接引述陶希圣、李麦麦、夏曾佑

等人的作品之原因”⑤.
吴雷川作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甚至不通外语的中国基

督徒知识分子,通过自学当年引进翻译的书刊,其历史观和教会论思想资源很大

部分实则来源于欧洲现代自由主义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甚至对所谓“罪”的理解

也并不因循基督教传统聚焦人的精神和灵性层面,而同样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
侧重于结构性的,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之罪.⑥ 除此之外,吴雷川在革命是否能

以暴力方式进行的问题上与考茨基持相同观点. 考茨基根据«马太福音»(１０:

３４)“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４３.
同上,４３.
同上.
参见吴雷川,«墨翟与耶稣»,１４０.
曾庆豹ChinKenpa,‹吴雷川与革命的基督教›[WuLeichuanandRevolutionaryChristianity],收

录于«基督教文化学刊»(第３２辑)[JournalfortheStudyofChristianCulture(３２)],杨慧林 YangHuilin
主编(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ReligionCulture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４),１６５.

参见曾庆豹 ChinKenpa主编,«中国基督教公共神学文学(二):耶稣形象篇»[CollectedEssays
onthePublicTheologyofChineseChristianityII:TheImageofJesus](香港[HongKong]:研道社[Centre
forAdvancedBiblicalStudiesandApplicationLtd],２０１２),X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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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这一句经文,按照字面解经的方式,指出耶稣是一个反叛者,为了重新建构社

会关系以建立上帝的国度,耶稣拒绝个人的家族和国家. 由于反叛的特征及其

在政治张力中所活出的对弥赛亚的期盼,考茨基认为早期基督教的一个特征就

是“暴力”. 吴雷川在１９３０年的文章«“纵火”与“导争”»中同样引用«马太福音»
(１０:３４)的这句话指出耶稣革命的暴力性质:“自有信仰耶稣的人们,大都梦想和

平,高谈博爱,那里愿意有纵火与分争的,但耶稣却明说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正是

为此.”①考虑到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中文版初版于１９３２年,不通外语的吴

雷川应该在此前无法阅读该著,故只能说吴、考二人在此问题上英雄所见略同,
并不存在影响一说. 不过,也许是之后受到考氏相同观点的鼓励,吴雷川在后续

两部著作中都更明确地直陈暴力社会革命的必要性.② 在吴耀宗以其“唯爱论”
对吴雷川的“暴力革命论”提出批评意见后③,吴雷川不仅并未接受,反而在«墨

翟与耶稣»中越发强调武力手段“不能废除”. 当然,根据吴雷川的革命宗教逻

辑,如果再考虑到当时的战争处境,这在硝烟弥漫、生灵涂炭中书写的武力革命

的弥赛亚救主形象也就更顺理成章了.

三、弥赛亚末世论与耶稣之死

赵紫宸和吴雷川二人同是燕京大学教授,而且也都是“生命社”④同仁,长年

共享同志之谊. “生命社”同仁早期几乎都赞成耶稣的教导即意味着社会变革之

诉求,但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如何实现变革的问题上,原先的同志们分歧越

来越大. “生命社”初创的五四时期,激进思想表现为对传统发起攻击,但到了

２０年代后期,尤其是五四运动后,文化激进主义已远远不够“激进”. 燕京大学

的学生们和当时其他中国学生一样,都在民族主义热浪中越来越急迫地寻求着

更明确的爱国情感表现方式. 学生们开始拒绝胡适以及基督教自由派所提出的

“用一点一滴的方法来救国”的观点. 他们要找到一个“囊括一切的法则”,来分

①

②

③

④

吴雷川 WuLeichuang,‹“纵火”与“导争”›[ArsonandDispute], 于«真理与生命»[Truthand
Life],１９３０年第１期[１９３０,Issue１].

参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１７８;吴雷川,«墨翟与耶稣»,１７４.
“应当把耶稣自己的主张和今日基督教可能采取的方法,分别而论. 耶稣自己的主张,我认为是

绝对唯爱的、非武力的,然而它却不是纵容放任的无抵抗.”(吴耀宗,“序”,收录于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

文化»,６)
“生命社”前身为１９２０年成立的“证道团”,其成立的初衷即是通过“展示基督教的真理和价值”

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来回应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基督教的冲击,以证明基督教适应时代的要求. １９２２
年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后,“证道团”为了回应更严峻的形势,于１９２４年９月改组为“生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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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中国的“落后、随处可见的不公正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等问题,把它们放在理论

框架内研究,“并找到一条行动的革命之路”.① 赵紫宸撰文批评吴雷川笔下的

暴力革命者耶稣的一个重要背景正在于此:“生命社”最初把耶稣看作和平之子,
这一形象排除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但到了３０年代,学生们频频以“斗争”和“暴

力”等词语来谈救国②,革命与改革二者的冲突被推至风口浪尖.
彼时,任何公共言论都处于国家拯救和复兴的大标题下,尤其作为教会大学

宗教学院的教师,赵紫宸和吴雷川二人更必须及时回应学生强劲的救亡图存诉

求及其与难见成效的“基督教救国”议程之落差的质疑. 在写于１９３５年年初的

一篇文章中,赵紫宸坦承自己思想上经过长时间的挣扎犹疑,最终才决定在行动

上选择“改革”而非政治性的“革命”:“二者在我的头脑中不断斗争,一个是彻头

彻尾的社会革命,一个则是同情恻隐之心. 我决定精神上走革命的道路,但行动

上却循沿渐进改革之路.”③事实上,赵紫宸经常混用“改革”和“革命”这两个词,
他常说基督教是革命的,这个“革命”意指“对于一切内部的束缚,精神的堕落,人
格的腐败,社会的罪恶而革命”,而革命的方法则是“努力的挚爱”和“诚恳的牺

牲”④,也就是他努力在«耶稣传»里所呈现的那个作为社会改革家耶稣的革命

性. 他也常说基督教“作革命运动”,但这革命绝不同于吴雷川追求的政治革命,
而是“在基本的心理革命上下手,将所造就的革命势力,由其所造就的人们,侵入

社会的各种运动之中,而自身不为此种种的运动”⑤.
在赵紫宸看来,吴雷川对耶稣的政治性弥赛亚身份及其暴力革命把握并无

任何«圣经»依据. 在此问题上,赵紫宸显然是从基督新教的神学立场去释读整

本«圣经»中关于“弥赛亚”的含义. 如果搁置基督教神学立场的话,可以发现吴

雷川对“弥赛亚”这个概念的理解更接近于希伯来圣经原文和犹太拉比传统. 许

多犹太启示性(apocalyptic)作品都提到末世降临的先兆(如«巴录二书 »７０:７).
有些人将这些艰难的先兆比作“产前阵痛”,或“弥赛亚/弥赛亚时期的生产之痛”

①

②

③

④

⑤

PhilipWest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YenchingUniversityandSinoＧWestern
Relations,１９１６Ｇ１９５２], 程 龙 ChengLong 译 (北 京 [Beijing]: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PublishingGroup],２０１９),２３５.

同上,１３０.
赵紫宸ZhaoZichen,‹福音的小初解›[TheExplanationoftheGospel],«真理与生命»[Truthand

Life],１９３５年第８期[１９３５,Issue８],４１８.
赵紫宸,‹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２４１.
赵紫宸,‹学运信仰与使命的我解›,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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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库姆兰的感恩诗歌中;«以赛亚书»１３:８,«何西阿书»１３:１３)①. 犹太拉比

传统中对于弥赛亚的理解虽各有不同,但有些观点是一致的. 比如弥赛亚是在

世界末日时降临的英明君主,具有大卫王的血统,是接受神的旨意而降生于世并

履行拯救犹太人,建立和平、公正的美好社会的国王. 弥赛亚是凡人,而不是神.
弥赛亚降临之前的明显征兆是社会动乱,战争频发,道德极度败坏. 这样的战

乱、颓败局面是“弥赛亚来临前的阵痛”,被比作母亲临产时的痛苦.②

事实上,即便在基督新教神学研究领域中,«马太福音»１０章５至１５节中耶

稣关于天国与末世惩罚的教训一直是新约研究中很有争议性的一个重心. 新约

神学家温司卡(SzeＧkarWan)认为吴雷川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这些耶稣训言,和

实情相距不远,因此吴雷川所作的贡献,可能比赵紫宸所承认的多.③ 温斯卡还

进一步指出,赵紫宸对末世主义及政治参与的两极化看法,是基于一种过分简化

的“此世”和“他世”的分野. 其实末世主义往往源于强烈的政治环境,而且常被

认为是一种强大的颠覆力量. 赵紫宸和吴雷川都忽略了这点,但后者在直觉上

提及了正确的论点.④

那么,赵紫宸究竟是如何看待并解释弥赛亚末世主义的呢? 在«耶稣传»导

言中,赵紫宸点明狄尼的«耶稣的事迹与其意义»一书给了他许多暗示,最终使他

毅然决然地废除了耶稣信从犹太传统“末世论”的观念.⑤ 这一“末世论”即上帝

在世界终末时将忿怒倾倒于世,将一切有罪的人都消灭. 赵紫宸以耶稣成长过

程中的心理轨迹为线索,在其与父亲的对答和与好友约翰的相处中埋下质疑的

伏笔,最终在耶稣受洗时于来自上帝的圣爱中获得“大觉悟”. 这“大觉悟”不仅

是对自身为上帝儿子的身份体认,而且还明确上帝至善之爱与犹太传统末世论

中上帝的仇恨忿怒彼此抵牾枘凿,施洗者约翰所传的“虽有至理,却非正解;人当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CraigS．Keener季纳,«新约圣经背景注释»[TheIVPBibleBackgroundCommentary: New
Testament],刘良淑 LiuLiangshu译(北京[Beijing]:中央编译出版社[CentralCompilation& Translation
Press],２０１５),８８—８９.

以上关于犹太拉比传统对“弥赛亚”的解读参见傅有德 FuYoude等,«犹太哲学史»上卷[The
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 (１)] (北 京 [Beijing]: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ChinaRenmin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７),１４２.

参见温司卡 SzeＧkarWan,‹中国教会诠释论的孕育———吴雷川与赵紫宸之间的争论及中国基督

教的问题结构›[TheEmergingHermeneuticsoftheChineseChurch: TheDebatebetweenWuLeichuan
andT．C．ChaoandtheChineseChristianProblematic], 收 录 于 «现 代 性、 传 统 变 迁 与 汉 语 神 学 »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ofTraditionandSinoＧChristianTheology],李秋零 LiQiuling、杨熙楠 Yang
Xinan主编(上海[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５８１.

同上.
参见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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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固然,但上帝要将忿怒倾在全世界,这一定是犹太教师们传统的错误. 从

此以后,耶稣可以与约翰乐其始,断不能与他共其成”①. 赵紫宸笔下的施洗者

约翰也是一位不满于犹太现状,在旷野宣传悔改“福音”的改革者. 他和耶稣是

有共同改革愿景的“同志”,都觉得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根基在于心理的改造与建

设.② 但耶稣与施洗者约翰的分道扬镳,问题出在耶稣不认同约翰的末世论,赵

紫宸一再强调耶稣抛弃了约翰持有的犹太传统末世论,而是逐渐意识到,应以自

己的牺牲成全以色列民族的最高理想:

他决定舍命,并不是因为他相信“末世论”,将来自己会复活升天,随后

乘云下来;乃是因为他觉到以色列民族最高的理想,是要为全国全世界,作

受苦受难的神仆.③

以色列民族的救赎,绝对不在于飞降的弥赛亚从天显威能,也不在于上

帝用猝然下临,向人类倾倒的忿怒,而在于为正谊,为人道,将自己的生命舍

弃,藉以唤醒民众,救度人类的神仆的大牺牲.耶稣现在透澈地晓得了.④

这样的耶稣是孤独的. 他摈弃约翰的盛满上帝忿怒和惩罚的“末世论”,同

时也拒绝了基督教主流神学的救赎论,更否认了彼时犹太人固执相信的一个流

行观念:弥赛亚是那个从天飞降,领导以色列以武力推翻现时政权的君王.⑤ 在

赵紫宸看来,“天国”是一个心灵之域⑥,“天国”并非存于彼岸世界,而是人心变

革之后的人人都爱上帝、爱人的团契生活.⑦ 所以,相应的“天国运动”是保全以

色列民族灵魂的事工,那虽然是“宗教的革命,亦简直是政治革命”⑧,但仍是在

精神心理建设的意义上所谓的“革命”,而非疾风骤雨式的激进政治革命. 这正

是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赵紫宸以改变人心、依靠革命者的公心去开展革命的基督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４９３.
同上,４８６.
同上,４６０.
同上,５６５.
“人们真一点也不懂事,只逞着急切的愿望. 在他们心里深深地种着一个观念,就是弥赛亚,上

帝用膏所膏立的君王,能够领导他们推翻现时的政权.”(赵紫宸,‹耶稣小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４
卷,３６)

参见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收录于«赵紫宸文集»
第３卷,７１０.

参见赵紫宸,‹耶稣小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４卷,２７.
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６００—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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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格救国”观.① 在赵紫宸看来,耶稣这种天国观和天国运动并不为当时的

犹太民族所理解,无论是法利赛人、文士、撒吐该人、希律,还是施洗的约翰,连那

些和耶稣朝夕相处,被耳提面命的门徒也误解了他. 彼得和其他门徒虽然知道

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一个必须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弥赛亚是不可思议的

事情. 对弥赛亚身份的全民误解在«耶稣传»里被犹大的叛变推向高潮. 赵紫宸

以小说家笔法杜撰了犹大的心理活动,为这位著名的出卖灵魂给魔鬼的人提供

了另一种截然不同于«圣经»主流诠释的叛变理由:犹大无法再继续容忍耶稣,因
为耶稣一再拒绝犹太国民的要求成为将整个民族从他国他族的暴力中解放出来

的起义领袖,反而将一套爱人爱仇敌的理论堆在恼怒满心的民众头上. 犹大原

本寄予耶稣的弥赛亚盼望破灭,一腔爱国激情化为对耶稣的怨恨,而虚荣心作祟

又终于使他彻底堕入深渊.② 这一部分关于犹大心思意念的小说家文字,不仅

显示作者对犹大充满了同情性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犹大的误解和背叛,赵氏

«耶稣传»得以更生动地传达耶稣独特的救国救世理想不是基于流行的以全能尊

威为中心的基督观,而是作为社会改革者的耶稣所奋力传扬的那种以纯爱舍身

为中心的基督观. 然而,这一理想与犹太社会传统的民族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

差异,其间的落差正蕴含着赵氏所谓的宗教革命或政治革命的内涵. 耶稣理想

被广为误解,本人甚至最终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赵紫宸在«耶稣传»里着意刻

画了一个孑然孤独的革命者形象. 这一形象在写于１９４１年的«耶稣小传»中甚

至变得更加诗意惆怅,在万人皆醉我独醒中,耶稣独自面对宇宙间最高的山峰、
清虚的天和天上的星,这一切都被诗人赵紫宸描绘得极具诗意的孤独.③

一个受难而死的弥赛亚,不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带领他们脱离外族统治的弥

赛亚. 在赵紫宸的«耶稣传»中,当耶稣努力地追问自己,他将成为什么样的弥赛

亚时,他熟知当时世人对弥赛亚的期望,他翻阅犹太圣经的相关段落以求正解.
早年,他虽然毫不怀疑自己有正义感,但有一天他会被作为罪犯而处死却并不在

他的预想范围内. 耶稣的身份定位和角色意识都是不断发展着的,那是从他的

上帝意识里返照出来的,是上帝的心的启示.④ «耶稣传»里的耶稣生而为人,却

一生努力发展与神的特殊关系,最终意识到,与神的这种特殊“父子”关系意味着

要完成神交给他这个“子”的特殊使命. 这是赵氏早年神学所赋予耶稣这个神子

①

②

③

④

具体表述参见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的心理建设›,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４７１、４６６;赵紫

宸,‹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希望›,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４５６.
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５７５.
赵紫宸,‹耶稣小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４卷,３９.
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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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任”. 然而,问题是,作为受苦献身的弥赛亚,其身份体认和理想旨归如果

失去了«圣经»传统启示神学和犹太—基督教末世论和救赎论的支撑,那么,在解

释耶稣之死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爱就等于自我奉献,但这必然要求

死亡吗? 赵氏在«耶稣传»中如此描述耶稣对自己必死使命的认识:

十字架,光华万丈的是自己,是死亡的表示;谁知道更是生命扬溢的表

示? 基督要走上十字架,要死.但是上帝的胜者不能消亡于朽坏之中.他

要复活,他永不死;如何不死,生命的主自己知道,从容赴死,杀身成仁者始

能知道;上帝亲自有启示! 􀆺􀆺耶稣必须用惊人的挑战使他们(以色列)受

最深的刺激,从梦中醒过来.他们不醒,则有自己死———死便是最后的唤醒

民族的方法.用自己的死亡,促他人的觉悟,是东方人最特别的,最伟大的

信念;西 方 人 不 能 窥 见 其 中 的 精 元! “人 生 自 古 谁 无 死,留 取 丹 心 照 汗

青.”———人之死,圣贤英杰之死,即是国家天下所系命的威权.①

赵紫宸在此将耶稣之死作了中国处境化的解释,以文天祥的名句代表儒家

杀身成仁之价值诉求,由此类比耶稣的从容赴死. 只是选用文天祥这样为国捐

躯的民族英雄的舍身精神来类比耶稣似有不妥:文天祥是在举兵抗元失败被俘

后宁死不屈而成为民族气节的精神象征,这正好比犹太民族所渴望的那个能带

领他们征战的弥赛亚,然而赵氏笔下的耶稣则是决绝地反对武力革命的温和的

社会改革者. 一个自身改革理念完全无法被人理解,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和门

徒都不理解的改革者,最终受酷刑而死,这样的死如何能成为唤醒民族的最后方

法呢? 当赵紫宸否认了«圣经»传统中包括耶稣复活再临的末世论后,耶稣之死

的价值变得尤为可疑. １９３３年,赵紫宸本人也曾对耶稣之死的意义提出质疑:
“爱是自我给予,这是否意味着死亡,那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也能够

通过生活而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坦白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去为了

服务于世界.”②这段诚恳的自白表露了赵紫宸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经历的莫可名

状的不安和神学上的困惑③,特别是关于救赎论与末世论的模糊性. 有学者猜

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赵紫宸可能有一个机械的启示主义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复
活、升天和再临在最后时刻互相跟随. 因此,赵紫宸认为耶稣的自愿奉献不可能

①

②

③

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５６５.

T．C．Chao, “JesusandtheRealityofGod,” «真理与生命»[TruthandLife],１９３３年第５期

[１９３３,Issue５],１—１０,６.
“我心深处的恳求是莫可名状的,只可以说,我要得上帝. 我所要求的,哲学也不能给.”(赵紫

宸,‹我的宗教经验»›,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７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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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世界末日的背景下,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充其量只能最好算是演戏,最

坏算是雇佣军. 相反,耶稣的死为以色列履行了受苦仆人的角色.①

结　语

基督教在过去的１８００年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基督论的传统,即将拿撒勒人耶

稣和以色列的上帝联系起来,认为历史上实存的耶稣既是上帝之子,亦是三位一

体的上帝本人,他是基督,是神圣的逻各斯的化身. 这是“从上面”(神的角度)发

展而出的基督论和对基督神性的理解. 然而,那些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从历史

角度理解自身基督教信仰的学者们拒绝基督神性的教条,他们从人类历史上的

耶稣开始,“从下面”(人的角度)开启另一条解释“耶稣是基督”的路径.② 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两位中国神学家不约而同地“从下面”解释并争论“耶稣是基督”的问

题,不仅因为二者俱为欧洲启蒙精神的继承者,而且由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国非

基督教运动迫使五四时期的护教者进一步反省自己的信仰,更自觉地对基督教

进行严肃质疑. 非基督教运动中对基督教最严厉的指责即是基督教为西方帝国

主义列强帮凶,这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原罪. 护教者们既无法也根本不愿为制

度性的西方基督教开脱罪责,而聚焦于耶稣本人,可以将在华基督教与历史上的

西方建制基督教区隔开来. 因为在护教者眼中,耶稣是未受西方教会组织、文化

等毒害势力侵染之前的那个基督教“原点”.③ 于是,耶稣成为赵紫宸和吴雷川

等人基督教信仰唯一的避难所.④ 对他们而言,以耶稣为基督教之精华和原点

已非单纯回应非基督教人士的一种策略,而是经过长时间痛苦反思后所寻求到

的信仰答案和所能给予未来中国的基督教方案.
然而,当赵紫宸和吴雷川反复强调“基督教的精要在基督”⑤“基督教是基

督”⑥时,基督究竟意指什么,耶稣为何是基督,又是怎样的基督等,就成为无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SzeＧkarWan,“TheEmerging HermeneuticsoftheChineseChurch: TheDebatebetween Wu
LeichuanandT．C．ChaoandtheChineseChristianProblematik,” inBiblein ModernChina: The
LiteraryandIntellectualImpact, eds．Irene Eber, SzeＧkar Wan, Knut Walf, and Roman Malek
(InstituteMonumentaSerica,１９９９),３５６．

AlbertSchweizer, TheQuestoftheHistoricalJesus: ACriticalStudyofItsProgressfrom
ReimarustoWrede,３９８．

YamamotoTatsuro, HistoryofProtestantisminChina: TheIndigenizationofChristianity
(Tokyo: TohoGakkai,２０００),２６５．

参见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８５.
赵紫宸,‹耶稣基督›,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５０２.
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的心理建设›,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３卷,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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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的关键问题. 赵紫宸批驳吴雷川的“耶稣是基督”,主要因为后者根据唯物

观和夺取政权的武力主义去塑造一个怀抱政治经济之志、寻思着起义必要结合

徒党的君王式弥赛亚,赵紫宸谴责这种政治性赋予是合于现代需要的独裁政

治.① 从神学角度而言,基督论是基督教系统神学中的一部分,它和上帝论、救

赎论、末世论等其他部分不可分割,共同组成了基督教神学的整体. 赵紫宸批判

吴雷川的基督论,其矛头实则直指吴雷川的“天国观”(末世论). 与吴雷川针锋

相对,赵紫宸认为耶稣的“国”不是普通人所谓国家之国,而是上帝已经赐给耶稣

的国,是性灵世界中的国.② 在１９４９年新政权产生之前,吴雷川这种假定耶稣

由改造社会而复兴民族,而后招选门徒预约他们作政治运动而实现新的国家政

权的神学思想,被赵紫宸视作大谬不然. 在«耶稣传»导言中,赵氏即表明了这个

观点:“«福音书»中的耶稣简直明说自己的基督观,不是当时流行的弥赛亚观,因
为他的国不是普通世界上的国,而是历经艰难而更兴的精神世界:‘所谓钉死之

后,三日内必然复活,是说身体虽死,精神巍然永存.’”③不过,即使赵紫宸很谨

慎地与直接参与政治和民族主义话语保持距离,尤其在神学上将“天国”概念厘

定为精神性道德性的国度,但其实他本人的神学愿景也同样宣称救国是其议程,
且毫不犹豫地将耶稣塑造为“人格救国”的典范. 当他严厉批评吴雷川牵强附会

地利用基督教,使之在现代问题上发生效力时,他也许并没有自觉意识到他笔下

的耶稣形象亦是在国家拯救和复兴的大势之下,与诸多中国现代话语和运动交

织在一起的. 赵紫宸和吴雷川对于“耶稣是基督”的阐发和争论实则都是在民族

存亡的“末世”处境中被催逼而出的,是以中国五四之后的现代话语为分析语法

的关于“弥赛亚”的另一种现代中国的读法.

①

②

③

参见赵紫宸,‹“耶稣为基督”———评吴雷川先生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收录于«赵紫宸文集»
第３卷,７１３.

同上,７０９.
赵紫宸,‹耶稣传›,收录于«赵紫宸文集»第１卷,４６２.


